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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叠加的镜像:土改多质性的微观审视
———以四川绵阳为例(1950—1952)

崔一楠, 赵摇 洋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是多重话语支配下的产物,其间各种因素交叉互动,合
力塑造着这场运动的历史镜像。 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融合为诉苦动员赋予了经济、政治以外

的道德意义,利益和情感的勾连给农民参与斗争地主提供了双重动机,而中国共产党着力培养

的新的乡村精英则兼具现代官吏和传统循吏的复合特征。 阶级政治虽然是土改运动的主导性

权力诉求,但它并未排除乡村社会的所有“他者冶。 土改运动呈现出的多质性是民主革命进入

传统乡村后的必然结果,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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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是一场以社会资源再

分配为基本内容的大规模政治运动[1],它从根本上

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结构和秩序,为中国共产党

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奠定

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学科的交叉融合及档案资料

的逐步开放,学者们从宏大叙事的研究中跳脱出来,
开始以具体实施过程为焦点,探寻土改的真实面目,
推动了对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然而从区域性研究来

看,现有的论述集中于华北、华东及西北地区,缺乏

对西南特别是四川土改运动的应有关注。 从研究视

角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国权下移冶的角度出发,致
力于对乡村社会转型、地权变动及动员技术的考察

分析,少有对土改运动中政治与民间、利益与情感、
现代与传统因素共生互动关系的专门探讨,这不利

于呈现新中国土改运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有鉴于

此,本文尝试以绵阳淤为中心,通过诉苦动员、斗争

地主和干部培养三个方面管窥土改运动的多质性特

点,希冀见微知著,加深学界对于四川土改运动的理

解和认识。
一、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

绵阳的土改始于 1950 年 11 月,在这场运动的

最初阶段,农民不甚积极,据一些干部反映:“村里

上午召集的动员大会,下午都不一定开得起来。 诉

苦的不是真正的贫雇农,而只是‘勇敢分子爷。冶于有

农民觉得“村里的地主不歪冶,“都是同一个家族姓

氏,拉不下脸去斗冶,“现在分田安逸了,日后国民党

转来,要杀穷人脑壳冶,担心“二天背时冶盂(作者注:
以后倒霉)。 更让土改干部感到棘手的是农民普遍

缺乏阶级意识,没有通过斗争来求得翻身的愿望,他
们唯一关心的是眼前利益。 当地主迫于压力分散一

部分财物时,获得实惠的农民就满足了。 相较于阶

级斗争而言,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私产增加与否、是不

是可以长期占有,彼此间还会因为分配的多寡、好坏

产生矛盾。 作为一个新解放区,绵阳部分地区历史

上虽有过苏维埃运动,但无论是农民觉悟、革命力量

的积淀还是乡村的组织化程度,都无法与北方老解

放区相比。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绵阳各县进行了大规模的

宣传和动员,在唤醒农民政治觉悟的诸多手段中,诉
苦是最有效、最常见的一种。 所谓诉苦,就是“诉说

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

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冶 [2]。 中国



共产党试图利用这样的方式将阶级意识植入农民的

头脑,使他们接受并认同新的政治伦理。 然而在土

改之前,乡村社会自有一套衡量“好坏善恶冶的民间

伦理存在,这一伦理有时超越于现代政治,牢牢控制

着民众的生活世界。[3] 因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

响,农民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

和倾向性认识,他们理解一种新观点往往是因其符

合固有的价值观及审美倾向,或者对原有观念作了

有限的修正,他们很难一下子接受全新的观念。 因

此,中国共产党传递意识形态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

与旧有传统决裂的过程,而是通过利用、渗透、改造

和置换,让民间伦理成为政治伦理得以展开的场域,
此种意图在“诉苦冶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绵阳各地

经常以“替死难农民报仇冶、“给亲人雪恨冶为主题组

织诉苦会,会场在干部的精心布置下“显得至为庄

重冶,农民披麻戴孝手托灵位,会场上挂满了写有

“复仇冶字样的条幅,地主杀害、剥削农民的工具也

会随之展示。 随着“苦感冶和“苦味冶愈加强烈,仇恨

的情绪逐渐蔓延,农民开始咒骂:“地主龟儿,从来

没有把咱们当人看!冶 “抓狗日的来问话,非打得他

不歪为止。冶甚至有人跑到主席台上大喊:“今天这

么多人来开会,天下农民成了一家人,以前个人的仇

跟大家诉不着,今天有仇的大家给伸冤,你的仇就是

我的仇,咱们现在就去找地主算账!冶榆

在中国传统社会,“亲族复仇冶不仅是各类文学

作品的叙事母题,还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情结和思

维定势。 一个人若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复仇就成

了他命定的行为,如果逃避这个责任,就会被家人、
亲友乃至整个社会瞧不起,因为这关乎整个家族的

尊严。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

出:“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

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凡伤害个人的,便是

伤害了整个氏族。 因而,从氏族的血缘关系中便产

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

务。冶 [4]儒家学说对此则有更为具体的描述。 《大戴

礼记·曾子制言》称:“父母之仇,不与共生;兄弟之

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

聚邻。冶“亲族复仇冶是民间伦理的体现,它为中国共

产党构建意识形态提供了情感动力。 将复仇引入土

改动员,这样的做法实现了“阶级仇冶和“家族恨冶的
相互蕴含、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彼此说明,既使革

命性在传统中自然生长而出,又让抽象的政治概念

得到了具体化和生活化,成为诉苦参与者都能理解

和感受的普化经验。 当农民意识到“仇人冶不再只

是具体的某个地主而是抽象的“地主阶级冶时,他们

才真正完成了从个人复仇到阶级斗争的革命动员

之旅。
在农民诉苦的话语中,地主的形象也很耐人寻

味。 在各种类型的诉苦会上,死难者家属接连哭诉

地主的罪恶,有的妇女说自己的丈夫被地主喊去守

夜,结果两天都没回来,后来邻居在水塘里发现了尸

体,“脖子被勒得手指都放得进去冶。 有的农民讲述

自己被地主抢谷子,地主的狗腿子用棍子把老父亲

活活打死。 还有的农民揭发,本家兄弟当长工时撞

见地主女人通奸,事后竟被杀了灭口,尸体放在柴

上,一把火烧了。虞从这些控诉中,我们会发现地主

不仅是阶级斗争的敌人,同时也是民间伦理秩序的

敌人,他们逼迫、压榨的行为不仅冒犯了农民,还严

重背离了宁静祥和、温情脉脉的乡村传统理想。 作

为反社会的势力,地主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就已经

成了民间伦理的天敌,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之间的

相互作用就体现在这里:只有民间伦理所宣判的恶

才是政治上的恶,只有这个伦理的破坏者才同时成

为政治上的敌人,只有维护这个伦理的力量才有政

治上的合法性。[5]与地主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变革,土地的分配、乡村权力的

获得让昔日贫苦的农民“不再有娃娃被饿死冶,“一
家人你怪我,我怪你,穷时煎,饿时吵冶愚的生活一去

不复返,甚至男女平等的政策让很多妇女觉得“夫
妻关系和睦了,公婆不再打骂,吃穿也理直气壮

了冶舆。 在农民眼中,中国共产党是民间伦理秩序的

修复者,土改后的新社会正是他们千百年来梦想的

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动员有效地利用了乡村的

传统资源,使民间伦理为政治伦理提供了起点和支

撑,在两者的融合中,政治被道德化,道德也被政治

化。 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与历史悠久且极具感召力的

民间传统对接后,其合法性更加不可动摇,中国共产

党希望让人们看到土改运动不仅具有经济的、政治

的意义,同时还兼有道德的使命。
二、利益诉求与情感宣泄

论及农民为何参与斗争地主,学界通常有两种

观点,即阶级苦难论和政治规训论。 前者因与一些

农民的日常体验、租佃关系紧张程度、传统的道义经

济和宿命观等因素存在张力而受到质疑;后者则将

农民视为政治权力支配下的提线木偶,忽略了他们

在利益和情感的驱使下参与、改造甚至制约土改运

动的可能。 就绵阳的情况而言,阶级理论确实为农

民提供了一种关于困苦生活的新解释,在此种“解
放政治冶中,与地主的经济冲突构成了农民参与斗

争的前提,农民愿意相信苦难原因的阶级化解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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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不仅意味着生存困境的改善,还预示着情感的

尽情宣泄以及命运的彻底转变。
满足利益诉求是农民投身土改最直接的动力。

解放前,绵阳农民所受的压榨颇为严重,地主使用大

斗收租、肆意增加租金的现象司空见惯,有些人还利

用特制的风车来检查粮食的质量,普通风车的扇叶

为 6 片,而地主的风车扇叶为 8 片,稍小的谷粒皆被

扇出,农民损失奇重。 又如在丈量土地时,凡是地主

租佃之田,7 分或 8 分即当一亩,农民敢怒而不敢

言。虞土改运动中,农民通过“诉苦冶 “对比算账冶等

方式对地主的“剥削冶行径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他们强烈要求没收地主的财物并令其赔偿。 对于农

民的合理要求,绵阳各级党委、政府给予了充分的支

持,1951 年初,绵阳的 22 个乡有计划、有步骤地没

收地主土地约 24郾 48 万亩,耕牛 904 头,主要农具

8郾 74 万件,粮食约 56郾 92 万斤余,经过自报公议、干
部审核,全部发放给农民。 在赔偿判罚时,大多数地

区能够执行专区的要求,但是个别乡也存在盲目抬

高数量的情况,如绵竹县观鱼乡,农民要求地主赔米

35 万多斤,经土改工作团核实后确定为 16 万斤,比
原来减少了一半还多。 新市乡农民要求地主交米

54 万斤,后降为 30 万斤,但依然超过绵阳专区设定

的每乡不超过 20 万斤的规定。 从单户的罚粮情况

看,即使是小地主罚得也不轻,如青义乡的地主陈国

斗有 32 亩田,要赔 7000 斤粮食,孝德乡的李在忠只

有 30 亩田,却被罚了 15 000 斤。俞有些地主虽掌握

一定数量的土地,但因吸鸦片、参与赌博等致钱财耗

光,没有积蓄,即便如此,在交出地契之后还是被

重罚。
当土地、粮食、牲畜和生产工具无法补偿损失

时,农民会把目标转向地主的其他财产,如金银、房
产等。 乡村干部通常允许农民没收地主的“非法所

得冶,用这些财物来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但
禁止不问来源,任意“捞油水冶“挖浮财冶。 不过在具

体的执行过程中,“合法所得冶与“非法所得冶之间很

难准确划分,在没有严格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时,农民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确定两者的界限。 阶级

理解的输入或多或少使农民产生了“富裕即有罪冶
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地主的吃穿用度都是自己的血

汗,讨要回来是天经地义之举。 在伸张正义的同时,
农民难免会以复仇的心态对待地主的财物,这就造

成了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 例如在绵阳县丰谷镇,
贫雇农除了没收地主的现金,还收缴了其饲养的鸡、
鸭、鹅,就连棺材也一并罚没;黄土乡农民将几个地

主扫地出门,他们的衣服、鞋袜、被褥以及锅碗瓢盆

均被拿走,“群众有只要看到东西就不想给地主留

下的想法冶逾。 不仅如此,不少农民像对待地主一

样,进入县城、集镇找工商业者要罚金,而且越是容

易拿出钱的人定的数目越大,有的罚了一次还要再

加罚一次。 为了防止工商业者转移财产,有的农民

对其日夜监视,甚至晚上还有专人藏到床下听他们

说话。訛輥輯农民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利益,但却极大地

影响了绵阳工商业界的稳定,致使一段时间内店铺

歇业、市场萧条。
除了获取胜利果实,对地主的斗争还涉及农民

的情感宣泄,他们在革命情绪的舒张中找到了“翻
身冶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经斗争大会所营造的强烈

剧场效应发酵,便会转化为底层群体的集体性情感

表达———向昔日村庄的优势权力与文化秩序挑

战。[6] “今天咱们农民当了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毛主席来了,不但活人翻身了,连死人也翻身了!冶
“老子今天不要金银,就是要骑在地主龟儿背上威

风一下。冶訛輥輰这些语言反映了农民翻身后的成就感,
在怨气、怒火的发泄中,他们完成了翻身的心理仪

式。 毛泽东曾指出:“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

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

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

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 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

的斗争。冶 [7] 情感宣泄是农民摆脱地主阶级剥削压

迫后的必然反应,通过控诉与斗争,他们打掉了地主

阶级的威风,使自己成为了农村政治生活的新权威。
在地位的升降变化中,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

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冶逐

渐成为农民的一种集体政治意识。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农民对艰苦生活的感受一

旦被聚合,就极易引发他们对地主的强大憎恨,有时

可能还会迫使掌握土改政策的干部做出让步。 例如

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农民出于义愤让不法地主下跪,
民兵“用枪托子顶几下地主,让他们规规矩矩说

话冶。 曾有工作团干部指责上述行为是“蛮干冶,认
为:“人总是人,都有感情,这样打会引发群众同情

地主。冶“北京市郊土改时,斗争很有秩序,不乱打。冶
农民对这样的言论反应强烈,声称这是“立场不稳冶
和“要犯错误冶的表现。 干部最终也不得不顺应农

民的要求,承认“在感情上与大家有距离,不自觉地

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无意识地同情了地

主冶。 当公审中再次出现身体和言语的暴力时,干
部“心里也觉得痛快,再也不认为这是违反政策

了冶訛輥輱。 集体性的情感宣泄有时会带来“左冶的偏差。
农民在火热的革命氛围中有时会失去理性,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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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县青义乡,个别农民会用“喂蚊子冶 “顶砖头冶
“熏烟火冶的方式惩罚地主。 新市乡一次抓捕抗拒

赔罚的“恶霸地主冶18 人,农民群情激愤,要求全部

处决这些人,其中有 8 人被立即执行。訛輥輲

面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绵阳专区需要不断

“纠偏冶,教育农民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土改运动,提
倡合理有序的表达利益诉求和宣泄情感,禁止“蛮
干乱斗冶,并且一再将政策具体化,如要求“对于中

小地主,只要低头认罪,应免于赔罚或少赔少罚。 违

法行为不大的地主,不必人人皆斗冶。 “赔罚人数一

般不能超过地主总数的 40% ,额度以农民每人得到

120 斤米为限。 对那些不能立即交出限定额度者,
可以分期处理。 鳏寡、年老的地主特殊对待,暂时不

没收土地冶訛輥輳 等等。 此外,农会权力也受到一定限

制,组织斗争地主前应得到土改工作团同意,做出细

致规划后方可进行。 捕人杀人,必须经过上级组织

严格审查,履行正规手续。 充分发动群众的考虑和

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本身,无疑会增加土改出现偏差

的概率。 因此,适时的“纠偏冶便成为一次特殊的社

会动员方式,它既满足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要求,释放

了在“偏向冶中积聚起来的怨气,同时又生产出国家

对于民众的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解放者

形象。
三、精英再造与传统延续

土改不仅引发了生产关系领域的重大变革,还
促成了乡村政治的转型,实现了乡村精英的再造。
土改期间,绵阳各地共发展了 822 622 名农会会

员訛輥輴,在此基础上以选举为主、上级指派为辅的方式

产生了区、乡、村三级政权,实现了土改与建政合二

为一。 通过土改,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其政权组织渗

透进乡村,并且将农村生活中广泛的事务纳入其管

理范围,从而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上初步建立了

一套组织系统,伴随着一大批积极分子和农村干部

的起用,中国共产党基层的执政者阶层也同时出现

了。[8]这些基层执政者多是土改中涌现的积极分

子,未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和严格的考验,对革命理论

及土改政策的理解并不深入,政治敏感性不强,难免

与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存在差距。 与此同时,许
多土改的指示、通知、文件只就原则性问题泛泛而

谈,具体落实则要靠基层干部自己掌握,这就要求新

精英既能领会上级意图坚持原则,又能在处理现实

问题时灵活得当。 以如此高的条件来衡量,那些资

历尚浅、文化水平有限的乡村干部自然鲜有合格者。
与缺少政治经验相比,更让绵阳专区担忧的是

乡村干部“不纯冶和“走地主路线冶。 所谓“不纯冶是

指干部的家庭成分差和有历史问题,以阶级斗争的

观点看,贫雇农出身者是最可靠的,权力应集中在他

们手中,然而绵阳土改工作团检查后发现,几乎每个

乡都有组织“不纯冶的问题。 “走地主路线冶虽无明

确界定,但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干部存在“换班冶
“歇气冶的思想,土改基本完成后,他们忙于自家事

务,对行政工作很少过问。 有的干部虽然在任,但消

极怠工,想方设法把工作往积极分子身上推,使得积

极分子抱怨:“现在可不敢积极了,一积极什么事情

都是你的。冶訛輥輵二是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占土改成

果,个别干部禁不住腐蚀拉拢,乱搞男女关系,暗中

收受贿赂为地主通风报信,更有甚者还跟地主合伙

经营工商业。
针对上述种种不良现象,绵阳专区对基层组织

展开整训,旨在清洗“不纯冶分子,改造落后干部,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结果一批不合格、被怀

疑的干部受到处理:安县宝林乡先后撤换了农会副

主席及 29 名委员;在松垭乡农会,有 84 人被清洗,
约占委员总数的 1 / 3;绵阳县 7 个乡在 3 个月内惩

处干部达 61 人訛輥輶;罗江县撤职乡一级干部 66 人,村
一级 86 人,将 3 个农会和 4 个团支部全部改组。訛輥輷为

了提高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绵阳专区

及各县都开办了政训班,组织干部集中学习,并要求

他们对照政策和上级指示自查自省。 此外,树立先

进典型、发挥榜样力量也是整训经常采取的手段,通
过党组织的有意扶持,黄天从、曾顺海、张大清等农

村干部脱颖而出,成为歌颂的对象。 一些剧目专门

根据他们的事迹进行创作编排,公演后在群众中产

生了不小的影响。 戏剧无疑比官方整训文本更让人

印象深刻,它让乡村干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能入

戏,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后人传唱,从而产生

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除了干部队伍的

自我净化,绵阳专区还派出检查组深入乡村巡视,督
促村社干部完成土改及建政任务。 检查组虽是临时

性的派出机构,但却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它可以随

时纠正基层政权组织的错误,甚至能借助群众的力

量改组或解散这些组织。 检查组对基层干部的行为

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在常规的行政渠道之

外,它为国家与村社的互动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土改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管辖层级下伸到了乡

村,其培育出的新精英成为国家权力的化身,履行着

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从传统的治安、税收扩展到

新时期的生产、文教、民政等诸多方面),主导了农

村各领域的发展。 但处于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干部,
其功能用现代科层制中的“官员冶这一概念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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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解释。 乡村干部不仅要抓土改、生产这样的大

事,还得处理家长里短的小事,诸如“主任,你说这

是搞的啥子事,我家又丢了只鸡冶,“区长,我找你说

说家里那个不要脸的,昨晚又没回,不晓得找哪个野

女人去了冶,“王书记,本家李德才总是造老子的谣,
说我是贼娃子,恼火的很,你替我做主冶訛輦輮等等这些

细节让人们认识到:新的政治精英既是高度政治化

的国家干部,同时还是走家串户、跟农民打成一片的

乡村领袖。 在绵阳的土改运动中,这样的形象并非

孤例,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对贫苦农民生

活的关心,不仅确立了政党的合法性,还把政治延伸

到了群众的私人生活领域。 在当时的乡村社会,并
不存在“公共冶与“私人冶之间绝对的分治,两者始终

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而将公、私两个领域积极

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干部。 一方

面,经由干部体现出的“国权冶向私人生活的延伸,
表达出一种政治控制的意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
也传递了国家对农民生活的关心和照顾。 新的乡村

干部既颠覆了昔日旧官僚的形象,又多少带有传统

社会所向往的“循吏冶的身影。
“循吏冶是传统社会对地方官吏的一种期待,

“龚黄之化冶注重劝农宣教、奉德循理、所居民富、
所去见思等等。 土改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着力塑

造的乡村精英也有类似的倾向,基层干部既要带

领群众分田开渠、增产增收、扶贫帮困,又要组织

农民读书识字、革除陈规陋习、破除封建迷信,更
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肩负着改造“二流子冶的责任。
在中国乡村社会,勤劳一直被当作一种美德,通过

劳动获得相应的生活资料,不仅受人尊重,而且还

从根本上维持了费孝通所谓的乡土社会的“礼治

秩序冶。 “二流子冶 被视为旧社会遗留下的 “渣

滓冶,是乡村的破坏性力量,然而在干部的教育、帮
助乃至强制性劳动之下,他们的面貌得到了很大

改观,“原本赌的不赌了,混吃混喝的不混了,种地

也积极了冶訛輦輯,昔日的“渣滓冶变成了今天有建设性

意义的劳动者,这一转变彰显了乡村干部对“礼治

秩序冶的维护。 “是老杨书记救了我戒了赌,再不

学好这辈子就完了。冶“共产党给我分了地,农会主

任又给我分了牛,要不是他让我学好,还得今天赌

明天偷。冶訛輦輰 “学好冶是地道的农民语气,却道出了

乡村精英扮演的道德角色。 土改中的乡村干部成

了“德性冶传统的捍卫者,他们给出了修补甚至恢

复这一“德性冶的承诺,而这一承诺也构成了新社

会的伦理内涵。 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对领导者的理

想诉求被中国共产党有效吸纳,土改运动中崛起

的政治精英成为兼具现代和传统形象的乡村“带

头人冶。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运动实

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

民间、利益与情感、现代与传统等多种因素相互交汇

融合,凸显了土改运动中历史的多质性。 凭借诉苦

动员,中国共产党将政治伦理注入民间伦理之中,在
两种话语体系之间建立起不断强化的循环关系,利
用“政治的道德化冶和“道德的政治化冶,中国共产党

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促使他们从

苦难中觉醒,形成了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 在

随后的阶级斗争中,农民对土改政策和阶级话语采

取了选择性适应的策略,其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利益

诉求,还包含了情感的宣泄。 在利益与情感的驱使

下,农民以策略性的应对来回应政治权力的介入,从
而使运动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当农民在斗争

中出现“左冶的倾向时,不断“纠偏冶便成为中国共产

党规范农民行为、保障运动符合顶层设计的有效机

制。 土改运动不仅是生产关系领域的重大变革,它
还促成了乡村政治的转型。 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基

层干部替代了传统精英,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执政者,
他们与旧精英相比,有明显的不同:缺少众多的家

财,没有经济后盾;通过斗争而涌现,没有显赫的历

史或家庭背景,缺少传统权威的支撑。[9] 这些差异

加深了新政治精英对国家的依赖,使其积极响应、服
从上级的指示和精神,但也导致了干部素质良莠不

齐及社会管理能力欠缺。 因此,绵阳专区希望利用

整训来净化干部队伍,提高基层执政者的素质和能

力,确保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 “国权冶
伸张中的乡村精英并非仅是科层制下的“能吏冶,他
们还展现出了传统“循吏冶的某些特质,这一叠加的

镜像预示着现代政治对历史传统的吸纳,说明中国

共产党在完成乡村权力关系重塑的同时,也实现了

传统政治理想的回归。

注释:

淤 本文所论之“绵阳冶,系指成立于 1950 年 1 月的绵阳专

区,辖绵阳、梓潼、罗江、德阳、广汉、金堂、什邡、绵竹、安
县、彰明 10 县,隶属于川西行署区。 1952 年 9 月,中央撤

销川西行署区,恢复四川省建制,此后绵阳专区归四川省

管辖。
于 见绵阳市档案馆《绵阳县土改工作分团的检查通报》(69鄄

12鄄9)。
盂 见绵阳市档案馆《绵阳土改工作团一月来向区党委的综

合报告》(69鄄12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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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 见绵阳市档案馆《关于土改中发动群众问题的检查报告》
(69鄄12鄄10)。

虞 见绵阳市档案馆《土改问题报告》(69鄄12鄄1)。
愚 见绵阳市档案馆《绵阳县石马乡为死难农民报仇雪恨追

悼大会简介》(69鄄12鄄9)。
舆 见绵阳市档案馆《土改中如何发动妇女》(69鄄12鄄2)。
余 见绵阳市档案馆《关于没收征收工作的报告》(69鄄12鄄8)。
俞 见绵阳市档案馆《绵竹土改乡赔罚检查报告》(69鄄12鄄6)。
逾 见绵阳市档案馆《绵阳分团关于土改乡赔罚工作初步检

查报告》(69鄄12鄄20)。
訛輥輯 见绵阳市档案馆《复兴乡两个村子发动群众的检查》(69鄄

12鄄10)。
訛輥輰 见绵阳市档案馆《绵阳石马乡土改联合斗争大会总结报

告》(69鄄12鄄9)。
訛輥輱 见绵阳市档案馆《第二分团西团参加绵阳石马乡土改工

作组工作总结》(69鄄12鄄2)。
訛輥輲 见绵阳市档案馆《关于土改乡工作检查综合报告》 (69鄄

12鄄7)。
訛輥輳 见绵阳市档案馆《关于正确展开惩治不法地主的规定》

(69鄄12鄄1)。
訛輥輴 见绵阳市档案馆《川西全区农协会员统计表》 (69鄄12鄄

25)。
訛輥輵 见绵阳市档案馆《关于绵阳县土改后遗漏问题的检查报

告》(69鄄12鄄7)。
訛輥輶 见绵阳市档案馆《关于第四期七个土改乡第一阶段工作

报告》(69鄄12鄄15)。
訛輥輷 见绵阳市档案馆《罗江县第四期七个土改乡第一阶段工

作报告》(69鄄12鄄15)。
訛輦輮 见绵阳市档案馆《城西乡五村土改工作调查》(69鄄12鄄2)。

訛輦輯 见绵阳市档案馆《关于第三期土改工作中领导问题的报

告》(69鄄12鄄11)。
訛輦輰 见绵阳市档案馆《梓潼县发动群众的检查报告》 (69鄄12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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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mposed Image: a Microscopic Scan of the Complicacy of the Land
Reform with Mian Yang, Sichuan Province as a Case(1950—1952)

CUI Yinan, ZHAO Ya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China)

Abstract: The land reform in the 1950s in China is the product of multiple discourses. Many interacted factors worked together to
shape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this campaign.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political ethics and folk ethics gave some
mor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bilization of complaints. Peasants were motivated to participate in class struggle by both interests and
emotions. The village elites cultiv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modern and traditional
officials. Although class politics dominated the power demands in the land reform, it did not rule out all the " other"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the complicacy of the land reform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ch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the land reform; Mian Yang; complicacy; symbiot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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